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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之研究           報告人：黃士元

壹、前言：
一、赴德考察背景說明：

按德國刑事訴訟法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指揮並監督警察人員從事犯罪偵查；惟檢、警於行政組織上不相隸屬；檢察機關係隸屬於司法部，而警察機關則隸屬於內政部；凡此均與我國制度相似。而德國檢察官從事犯罪追訴，於執行偵查工作上，對於為偵查輔助機關之警察機關享有指令權，於委託或要求警察機關為偵查作為，其間有法律上之委託關係，於此亦與我國現行制度相似。我國刑事訴訟法歷經2002、2003年二次之修法，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定位正處蛻變中；而檢警連繫亦因法制之改變，而於實務運作迭生齟齬；且司法警察機關近年來屢屢主張「雙偵查主體」，學界與實務界則時有引用歐陸相關文獻資料及實務運作情形，闡釋其主張之見解，嗣適逢「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草案」於行政院及立法院討論時，內政部警政署復極力爭取司法警察機關得於偵查中逕向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惟為期明確，實有前往親蒐、實地觀摩之必要。
二、預計成果：

藉由本研究計劃以瞭解德國現行有關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俾供我國於修法及實務之參考(以上係援引法務部核定本署95年度派員出國計劃表本研究計劃預計成果)。
三、考察範圍：

按檢察官之職權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1項之規定，包括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復按檢察官因辦理偵查事件，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條亦有明文。再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30條及第231條等規定可知，關於犯罪之偵查權雖可由警察機關行使，但檢察官亦擁有偵查權，在我國仍為偵查主體。依前開赴德考察背景說明及預計成果所述，本次研究考察之範圍職認仍以實施偵查階段之檢警運作關係為主，惟若仍有餘裕，為擴大考察面向，另就實行公訴階段之檢警關係運作為輔。
四、考察方向與問題意識：

甲、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之「刑事審前程序研究」(陳衛東主編)及法務部90年度之「德國、法國檢察官法庭活動實務考察報告」(報告人林錦村檢察官及劉異海檢察官) ，依司法警察調查權與檢察官偵查權在實施偵查活動方面關係的不同，將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在實施偵查時之關係歸納下列幾種模式：(一)英國的檢警各自獨立模式：即警察擁有獨立的偵查權，檢察官擁有獨立的起訴權，檢察官無介入偵查之權限。(二)美國的檢警各自獨立模式：即警察和檢察官各自擁有獨立的偵查權。(三)德國的檢警一體模式：即因檢察官負責對刑事案件的起訴工作，基於履行公訴職能的需求，將實施偵查視為提起公訴的應有前置作業，將警察的偵查作為納入檢察官追訴工作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補充偵查，搜集起訴需要的證據資料，亦可自己進行偵查。(四)日本的警察接受檢察官指示模式：即檢察官與警察均擁有偵查權，案件發生後，一般先由司法警察進行偵查，但檢察官亦可實施偵查，彼此間應當互相協助；惟檢察官對其轄區警察依法得行使「一般指示權」、「一般指揮權」及「具體指揮權」，司法警察對於檢察官指示與指揮則必須服從 。(五)法國的預審法官偵查及指揮偵查模式：即不僅警察及檢察官依法享有偵查權，屬於法院的預審法官亦享有偵查權。就警察和檢察官在偵查中的關係而言，係屬檢警一體模式，惟預審法官在實施偵查時，仍有權指揮檢警的偵查活動。除現行犯之處理外，通常預審法官在收到檢察官之起訴書後，開始進行正式偵查，得實施搜索扣押、簽發拘票、主持預審法庭甚至裁定不予起訴。
乙、因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主體之規範係源自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關於實施偵查時檢警之互動關係係採取前開檢警一體模式。惟因我國刑事訴訟法於民國90年1月修法將偵查中原檢察官簽發搜索票之權力交由法院行使，增列檢警逕行搜索後由法院事後審查機制並賦與司法警察官主動調查犯罪嫌疑之義務，以彰顯司法警察官之初步調查權；嗣於92年2月再修訂刑事訴訟法，增訂關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及實行公訴時之嚴格證據法則及在事實審法院之交互詰問規則，全面將檢察官帶入公訴法庭確實實行公訴職務，然因司法院主導之詰問規則係以美國證據法則為基礎，且實務上目前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為因應新刑事訴訟法對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應負舉證責任及實行公訴的要求，已約有3分之1的檢察官人力抽調至公訴部門，且近日關於通訊保障及監察之強制處分權之實施，法務部為順應世界潮流及符合保障人權之理念，亦同意將偵查中通訊監察書之核發權，由檢察官改由法官行使，是檢察官一方面既逐漸喪失渠偵查中之強制處分權，另方面檢察官之舞台又有逐漸向公訴人角色推移的方向，故有論者認檢察官既是法律人背景出身，是否仍有必要維持實施偵查階段之偵查主體性質而應改採「檢警各自獨立模式」，由司法警察擔任偵查主體而檢察官則以擔任公訴人角色為要務，此亦為本次參訪考察之問題意識啟發重點之一。另由於我國係單一制國家，德國係聯邦制國家，是德國檢察官於執行偵查職務時，是否就其聯邦與各邦事務之不同還有權限之劃分。又我國偵查實務，司法警察官聲請發動搜索仍占大宗，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之1規定，司法警察官應報請檢察官許可後，方得向該管法院核發搜索票，維持檢察官偵查程序主導者地位，另關於通訊保障監察法第5條第2項，內政部警政署原建議監聽票之聲請法院核發不須透過檢察機關為之，得逕由司法警察官向法院聲請，為法務部反對，而法務部主張之修法草案則與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28條之1規定相同，即司法警察官應報請檢察官許可後，方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監聽票，維持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是德國檢警關於搜索及監聽目前法制及實務運作之情形亦為此次考察之重點。此外，依立法院95年2月修正通過之法院組織法，將檢察總長之任命方式及任期均重新規定，另該法第63條之1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選務機關或中央公職人員選舉時涉嫌全國性舞弊事件或妨害選舉案件；以及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或危害社會秩序案件等。此等規定乃參酌美國獨立檢察官及日本特搜部與南韓大檢察廳對特定政府高層官員之貪污瀆職案件法制及職權規定，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專案統籌指揮偵辦，力求彰顯國人對地檢署檢察官不敢偵辦高層政府官員之看法有所突破，是作為我國刑訴法法源母國之德國是否有類似問題，亦為此次參訪之重點。

五、出發前擬定之問題摘要：(德文譯文如附件一)

(一)德國聯邦政府及各邦政府之司法警察機關有哪些？職權及彼間之隸屬關係情形。聯邦刑事警察局(Bundeskriminalamt)是否也辦理公務員違背職務貪污罪及重大經濟犯罪？柏林市除警察局外，是否也有刑事警察局之組織？司法警察官對證人製作之筆錄是否當然具有證據能力？

(二)聯邦憲法保護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之功能、目的及職掌為何？是否為辦理國家安全事務之機關？有無司法警察機關之職權？是否有實施監聽之權限？

(三)檢察機關關於事物管轄(Sachliche Zuständigkeit)在職權行使上有無審級之差異？檢察官是否依聯邦及各邦之事物管轄再做區分？就涉總統、內閣各部會首長及國會議員之貪瀆案件，是否在上級法院檢察署有特別偵查組(處)之法制設計？

(四)關於地檢署檢察官對司法警察機關核退發查權行使之運作。

(五)德國警方是否有爭取雙偵查主體(例如日本檢察官依該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得授予警方之微罪結案權)之動作及爭議。

(六)關於警方聲請或檢察官依職權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之法院審查程序如何？法院是否有設置專庭受理審查？警方是否須依法經檢察官核准後方能向法院聲請？

(七)關於警方聲請或檢察官依職權聲請法院核發監聽票之法院審查程序如何？法院是否有設置專庭受理審查？警方是否須依法經檢察官核准後方能向法院聲請？檢方及院方核准比率？此外，關於國家安全機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聲請法院監聽之聲請機關及核准機關為何？與一般刑事案件之聲請程序及核准機關是否相同？

(八)柏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是否有分偵查組及公訴組以貫徹實行公訴業務？若有，則偵查檢察官及公訴檢察官之人數比例為何？又偵查業務如何依案件類型及檢察官之專業能力分組實施偵查？又檢察官於實行公訴時是否及如何促請司法警察官實施任意偵查之狀況暨協助公訴檢察官實行公訴之實務運作。

(九)德國刑事訴訟法制有無類似我國檢察事務官之設置？實務運作情形如何？

(十)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之指揮監督依據為何？檢察官有無及如何行使對警察的獎懲(建議)權？實務運作情形如何？

(十一)德國刑法所採取之日額罰金制，法院係參考哪些因素作出判決？被告之資力(即財產或所得)如何調查？由何機關查證？於何階段調查？法院是否就被告表示有罪之心證後才行調查？有無協商之適用？法院作成之罰金判決，何種情形可上訴？何種情形不得上訴？
貳、本次參訪考察計劃特色：

一、主辦機關：

本計劃係法務部及所屬機關95年度之參訪考察計劃之一，係由本署提出參訪考察研究計劃並執行，所擬訂計劃經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核定後報法務部核備，經費來源係由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列之年度預算支應，並非法務部本部擬定之年度參訪考察計劃。是本計劃從擬定(按係由檢察長指示本署楊榮宗主任檢察官擬定前開「研究計劃及預計成果」)到執行均由本署檢察官實施，而非法務部與他國司法機關定有交流參訪計劃之公部門契約，換言之，本計劃並無邀訪機關，故須由計劃執行人連繫所有相關參訪事宜。
二、連絡細節：

為俾利前輩後進參考類似此種與擬赴參訪機關毫無連絡資源之計劃執行方式，爰不揣簡漏，擬略述行前準備程序一二，用誌來日改善。按筆者與林宗志檢察官於95年3月30日左右獲本署檢察長選派執行此次參訪計劃，經檢察長指示因會計年度結算原因，計劃須於7月31日前執行完畢，故余二人擬定參訪考察期間為95年7月20日至7月29日(扣除週末，實際得參訪工作日僅6日)，因參訪期間短暫、經費有限、人地生疏及並無邀訪機關等原因，乃決定僅參訪柏林邦各司法(警察)機關，旋積極準備下列資料：(一)擬具研究計劃內容及簽呈(簽呈主旨請法務部於核定本計劃後，函請外交部轉知所屬駐德國代表處協助派員接待，並將計劃需求具函德國法務部及柏林地檢署，請該國法務部指派檢察官安排細部行程並接待)。(二)擬定問題摘要。(三)將問題摘要譯成德文。(四)將德文問題摘要以電子郵件傳到我外交部駐德國(柏林)代表處承辦人，請承辦人將問題摘要具函擬參訪機關，待該等機關回覆是否邀訪及確定時間。(五)尋找當地專業留學生於參訪期間擔任通譯。
三、實施情形：

因筆者前曾於92年10月下旬與張熙懷主任檢察官、王俊力主任檢察官及張尹敏檢察官共四人經法務部選派赴新加坡考察參訪一週，該次參訪乃基於法務部與新加坡國總檢察署例行年度互訪計劃，該署原已備妥受訪機關及日程之安排；且當時職乃參訪團最資淺者，故筆者當時僅準備問題摘要並譯成英文，並無前開各項連絡細節之問題，此點合先敘明。且前次於新加坡參訪期間雖僅有6日，新加坡國總檢察署為使參訪行程獲得最大成效，每日均安排通曉華語之檢察官於上班期間全程陪同參訪團成員到各司法(警察)機關考察，並鉅細靡遺答覆我們於行程見聞提出之問題，且語言溝通上基本上沒有障礙，是若係有備而來，當然收獲甚豐。惟本次赴德參訪，欲找譯者將問題譯成德文即非易事，嗣由林宗志檢察官好不容易請求渠在德國柏林留學友人廖翊均協助翻譯，完成時已是6月20日即出發前一個月，因作業時間急迫，需速將問題送交駐德代表處進行後續作業，故尚有少部分未及譯成內容，筆者另勞煩時任法務部調辦事檢察官林麗瑩及板橋地檢署陳正芬主任檢察官協助該部分問題譯文；至於通譯部分，係筆者同期同學即法務部調辦事檢察官柯宜汾介紹與渠有公務交誼之簡慧娟女士(為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執行秘書，渠胞妹簡慧卿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就讀博士班)，透過簡慧卿積極連繫徵詢意願才找到在柏林鴻堡大學(Die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就讀公法學博士班的學生胡博硯先生，至胡先生確定首肯時，已是7月4日即出發前兩週之事；此外，或許是因為我國外交處境及德國聯邦政府與各邦政府檢察機關各自獨立之關係，我國駐德代表處負責連絡之承辦人申生太秘書係根據原擬參訪機關(包括柏林市警察局、柏林邦職務法院檢察署、柏林邦法院檢察署、柏林邦高等法院檢察署及聯邦憲法保護局等)逐一具信函予各該機關首長(如附件二)並各別連絡確認參訪時間，無法如筆者所願請德國法務部或柏林地檢署指派專人全程陪同至各機關參訪，此乃與新加坡之行最大差異，且因參訪時間太短(各機關僅約1個半小時)，自然影響到考察品質。嗣各機關陸續函覆代表處，除聯邦憲法保護局外，其餘四個機關終於在7月17日即筆者出發前一日同意邀訪且確定到訪行程(如附件三)，故行前的準備及心境之忐忑直可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來形容。到柏林後，於正式參訪前一日的7月23日下午，筆者與林檢察官特就參訪之議題內容，先就教於胡博硯兄，請渠就其所知及事先查考之資料傾囊相授，尤其是關於「聯邦及各邦憲法保護局」之議題，可謂獲益良多，讓我們更有心理準備，故藉此機會再次向胡博硯先生表達感激之意。
參、參訪紀要：

一、7月24日(星期一):

(一)上午9：30-11：00由柏林邦政府警察局(Der Polizeipresident Berlin，下稱柏林市警局，位於Platz der Luftbrücke 6, 12101 Berlin )局長 Dieter Glietsch先生親自出面接待，介紹該局之組織及職權行使，略稱：位於Platz der Luftbrücke 6址的柏林市警察局建築物，在1930年代本來是供國際機場使用的旅館，嗣改建為市警局已有超過50年的歷史。德國警察只有在偵查方面與檢方有業務連繫，在此方面與檢方是合作關係，為了合作愉快，都有一個聯絡窗口，渠每年有3到4次會與柏林邦的檢察署檢察長開會進行業務連繫，有必要時也會共同召開記者會，目前檢警關係運作良好，警界的實務人士或學界並無推動司法警察享有偵查主體權限的作法。嗣局長Glietsch先生有事先離席，另由該局主任秘書兼國際合作部門主任Uwe Wilhelms先生(為僅次於副局長職務者，曾擔任該局刑事警察隊隊長)與我們座談。
(二) Wilhelms先生略稱如下：(1)柏林市警局共有2萬4千名警察，組織上隸屬於柏林邦政府內政廳，是德國最大警察局，其中有8千人負責與犯罪偵查有關的職務，其中3500人是便衣刑警。柏林市警局下設6個分局(即Direktion1到Direction6)及一個刑警隊(Landeskriminlamt，簡稱LKA)，各分局內再設偵查隊( Referat Verbrechensbekämpfung，意譯打擊犯罪組)，各分局轄區設6到9個派出所(Abschnitt)(詳如附件四)；至於刑警隊內依打擊犯罪分工之職掌，再分為6個隊，第1隊負責偵查對人的犯罪(Delikte am Menschen如殺人、縱火、性侵害等)；第2隊負責偵查跨越國境及邦境的犯罪(Grenzüberschreitende Kriminalität如毒品交易或販賣人口等)；第3隊負責偵查組織犯罪及經濟犯罪(Organizierte Kriminalität und Wirtschaftsdelikte包括公務員貪瀆及環保公害犯罪等)；第4隊負責組織犯罪與幫派犯罪(Organizierte Kriminalität und Bandendelikte)，第5隊負責偵查帶有政治性目的之犯罪及恐怖份子製造之犯罪(Polizeilicher Staatsschutz)，第6隊又稱為特勤隊(Operative Dienste)負責特殊交辦任務執行攻堅逮捕人犯及執行國際與國內跨邦之警力合作工作(詳如附件五)。(2)警察職權的行使是各邦政府之事務，法源包括聯邦立法的刑事訴訟法及各邦自行立法的法規，如柏林邦有關於警察職權行使的法律是Allgemeine Sicherheit Ordnung Gesetz(類似我國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簡稱ASOG)，Wilhelms先生特別提到類似前開各邦規定之警察職權行使法名稱大同小異，於 1974年本有人提議想整合，惟因各邦執政黨不同，想法不同致難整合。(3)聯邦警察與各邦警察間是橫向連繫的合作關係而非上下隸屬的指揮命令關係，關於聯邦警察的權限是規定在聯邦警察法Bundespolizeigesetz及聯邦刑事警察局法Bundeskriminalamtsgesetz，除此之外均為邦警察之權限。(4)又柏林邦內再分為6個區(如台北市的行政區一般)，各區亦有各自的行政規則制定權，稱為區議會立法(Berliner Bezirk verordneter Versammlung，簡稱BVV)，警方在各行政區執行職務時，亦可依該BVV執法。此外，人民就警方所為之行政處分若有不服之訴願救濟程序原本是向邦政府內政廳請求，自2001年後邦法則改為向柏林市警局提起訴願，係基於專業理由，實際則由該局參謀6部受理(即Stabsbereich 6，性質即為市警局對外服務部門，組織位階如附件四)。(5)檢察官認為有續行發交司法警察調查之必要，並無次數限制，亦無因發交續查致需扣除警方辦案成績之機制，惟警方在個案中若經事後調查有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當然也有行政責任。雖然檢察機關大約有98%的案件由警方移送，但少數某些案件如逃漏稅捐案件則由邦政府財政局調查後移送檢方偵辦。(6)警方職務有兩大範疇，首先關於安全秩序維護方面須服從上級長官指揮，僅有犯罪偵查時才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服從檢察官指揮，若在個案發生時發生此二法益衝突情形，則由檢察官與警方負責指揮之首長決定如何取捨處理較佳。(7)關於警方實施犯罪偵查時之獎懲僅規定於邦的公務員服務法，並無特別就此立法規定辦案績效的獎懲。(8)法官在個案中若認為有證據未調查完畢情形，可於審理程序時(Hauptverhandlung)指揮警方續行調查，雖然辯護人在個案中恐認為此作為有違反法官中立原則之虞，惟法院為維護發現真實之利益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已有對原裁定(或處分)不服得向上級法院抗告(Beschwerde)之救濟規定，法院當可如此實施續行調查之訴訟指揮權。
二、7月25日(星期二):

(一)上午11：00-12:30由柏林邦總檢察署(Die 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 Berlin，下稱總檢察署，位於Elßholzstraße 30, 10781 Berlin)檢察長(德文為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意譯首席主任檢察官) Michael Sietz先生及主任檢察官(德文為Oberstaatsanwalt) Hansjürgen Fätkinhäuer先生親自出面接待，介紹該署之組織及職權行使，因我們係在檢察長辦公室以座談方式討論，略將摘要記述如下：在柏林邦，檢察機關的組織分為三級，第一級為職務法院檢察署Amtsanwaltschaft(有譯為區檢察署，下均稱職務法院檢察署，對應職務法院即Amtsgericht)，第二級為邦法院檢察署Staatsanwaltschaft(對應邦法院即Landgericht),第三級為總檢察署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對應邦高等法院即Oberlandesgericht，在柏林邦，該法院因襲傳統名稱又稱為Kammergericht)。至於聯邦，則僅有聯邦總檢察署Generalbundesanwaltschaft (對應聯邦最高法院即Bundesgerichtshof)，係隸屬於聯邦司法部，惟並無聯邦地檢署或聯邦高檢署之設置，且聯邦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主要負責涉及國內外安全事項，並無指揮監督各邦檢察署之權限；各邦檢察機關在組職上亦係隸屬於邦政府的司法行政廳 (die Landesjustizverwaltung)。目前柏林邦總檢察署檢察官約有29位。值得一提的是，關於 Amtsanwaltschaft或Staatsanwaltschaft或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依法院組織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簡稱GVG)規定，均有部分第一審案件之管轄權。
(二)關於各該檢察署第一審案件事物管轄權部分，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略述如下：

(1)關於Staatsanwaltschaft第一審案件事物管轄係規定於GVG第74條第1項及第2項，依該條第1項第1款規定：凡不屬於職務法院或邦高等法院為第一審事物管轄之案件均屬於邦法院有管轄權；依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凡法定刑為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或就主刑或從刑係將被告送入精神病院療養之案件或法院可能宣告保安處分(Sicherungsverwahrung)之案件或檢察官依法院組職法第24條第1項第3款(該款係規定：檢察機關基於保護犯罪被害人擔任證人時的特別保護義務，於具體個案中，在特定的條件下向邦法院起訴)提起公訴之案件。 

(2)依GVG第74條第2項規定：下列26款各罪均為Staatsanwaltschaft有第一審事物管轄之案件，分敘如下：

(第1款)刑法第176b條之「對兒童實施強制性交罪致人於死」罪。

(第2款)刑法第178條之「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致人於死」罪。

(第3款)刑法第179條第7項之「對無反抗能力者實施性交致被害人肉體嚴重的虐待或致人於死」罪。

(第4款)刑法第211條之謀殺罪(指出於殺人嗜好、性欲的滿足、謀財或其他卑劣動機，以殘忍、殘暴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或意圖實現或掩蓋其他犯罪行為而殺人者)。

(第5款)刑法第212條之故意殺人罪(指非謀殺而故意殺人者)。

(第6款)已廢止。

(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3項之遺棄致人於死罪。

(第8款)刑法第227條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第9款)刑法第235條第5項之誘拐未成年人脫離監護權人致人於死罪。

(第10款)刑法第239條第4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人於死罪。

(第11款)刑法第239a條第2項之擄人勒贖致人於死罪。

(第12款)刑法第239b條第2項之綁架被害人致死罪。

(第13款)刑法第251條之「搶奪(指刑法第249條)或強盜(指刑法第250條)致人於死」罪。

(第14款)刑法第252條之「準強盜(即竊盜時遭人發現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之行為)致人於死」罪。

(第15款)刑法第255條之「搶奪性勒索(即以對他人人身實施暴力或立即危害其生命或身體為脅迫進行勒索)致人於死」罪。

(第16款)刑法第306c條之放火致人於死罪。

(第17款)刑法第307條第1項至第3項之放逸核能引起爆炸罪。

(第18款)刑法第308條第3項之「以火藥或其他爆裂物炸燬物品致人於死」罪。

(第19款)刑法第309條第2項及第4項之「意圖損害他人健康，放逸放射線罪」及「放逸放射線致人於死罪」。

(第20款)刑法第312條第4項之「製造或提供有技術缺陷的核能設備，致生死亡結果」罪。

(第21款)刑法第313條之決水致人於死罪。

(第22款)刑法第314條之「投放毒物於特定水源、水道或飲用水容器或在供公開陳列、販售之飲食物品中滲入毒物致人於死」罪。

(第23款)刑法第316a條第3項之「對動力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實施搶奪、強盜、準強盜或搶奪性勒索行為致人於死」罪。

(第24款)刑法第316c條第3項之「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劫持使用中之民用航空器或船舶致人於死」罪。

(第25款)刑法第318條第4項之「決潰堤防、破壞水閘或損壞自來水池因而致人於死」罪。

(第26款)刑法第330條第2項第2款之「危害生活環境(指犯刑法第324條至第329條之污染水源罪、污染土壤罪、污染空氣罪、製造噪音震動與非離子幅射污染罪、未經許可棄置致癌垃圾物質罪、未經許可發動核能設備罪及未經許可保存、運輸、加工或進出口放射性物質或其他危險物品罪暨侵害保護區罪)因而致人於死」罪。 

(3)關於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第一審案件事物管轄係規定於GVG第120條第1項，依該條第1項規定，共有8款案件由邦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略述如下：

(第1款)刑法第80條之預備發動侵略戰爭罪。

(第2款)刑法第81條至第83條之「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施對聯邦德國或各邦叛亂或變更聯邦憲法罪」及「前開叛亂罪之預備犯」。

(第3款)刑法第94條至第100a條之「外患罪」、「洩漏、刺探及出賣國家機密罪」、「出賣國防以外機密罪」、「出賣誤認為國家機密之犯罪」、「為外國秘密警察從事間諜情報活動罪」、「危害德國和平關係罪」及「叛國的偽造文書、消息物品罪」等。

(第4款)刑法第102條之「侵害友邦元首或外國代表罪」。

(第5款)刑法第105條及第106條之「對憲法機關(如聯邦或各邦之立法機關、聯邦議會或其委員會及聯邦政府、各邦政府或憲法法院)實施強暴脅迫罪」及「對聯邦德國總統及前開憲法機關成員實施強暴脅迫罪」。

(第6款)刑法第129a條之「建立恐佈主義組織罪」。

(第7款)刑法第138條之「對於重大侵害法益之犯罪(如刑法第80條之預備侵略戰爭罪、刑法第83條第1項之內亂罪或刑法第94條至第100條規定之叛國罪或外患罪等)知情不向官署告發罪」。

(第8款)依國際刑法(das Völkerstrafgesetzbuch)所規定之犯罪行為。

(4)雖然依法院組織法第120條第2項前段規定，邦高等法院對於下列3款案件(詳後述)有第1審審判權，但均係由聯邦檢察總長基於個案慮及對德國內部安全或外部安全造成不利影響或足生損害憲法秩序或影響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駐德國部隊的安全的妥當性，得向邦高等法院行使追訴權而非由各邦總檢察署檢察官為之。同條項後段規定，惟在個案中若無具有重要意義或價值之事由時，邦高等法院就第120條第2項前段所列第1款案件(即GVG第74a條第1項之6款罪名之案件，如「刑法第80a條之鼓動侵略戰爭罪」、「刑法第84條至第86條、第87條至第90條、第90a條第3項及刑法第90b條之危害民主法治國家罪」、「刑法第109d條至第109g條等妨害國防安全之犯罪」、違反「刑法第129條之成立犯罪組織罪」及「社團法Vereinsgesetz第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之罪」、「刑法第234a條之綁架罪」及「刑法第241a條之政治迫害罪」等)得於開始審理程序時(bei der Eröffnung des Hauptverfahrens)將之移轉交付邦法院管轄；邦高等法院就第120條第2項前段所列第2款案件(如刑法第211條謀殺罪、刑法第212條故意殺人罪、刑法第129a條第1項第2款參與恐佈組職妨害自由罪及發起或主持該恐怖組織罪)及第3款案件(如刑法第211條謀殺罪、刑法第212條故意殺人罪、刑法第239b條之綁架罪、刑法第306a條及第306b條之加重放火罪、刑法第306c條之放火致人於死罪、刑法第307條第1項及第3項第1款之放逸核能引起爆炸罪、前開刑法第309條第2項及第4項之罪、刑法第313條第2項之決水致人於死罪及前開刑法第314條第2項之罪與前開刑法第316c條第1項及第3項之罪)得將之移轉交付邦地方法院或職務法院管轄。
(三)關於法務部長就具體個案對檢察官是否有指令權？依Sietz先生稱係規定於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47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按該法第147條第1項係規定：聯邦司法部長(der Bundesjustizminister)對聯邦檢察總長及聯邦檢察官有職務監督權(das Recht der Aufsicht und Leitung)，同法第 2項規定：各邦司法行政廳長(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對所屬該邦檢察官有職務監督權。此均稱為外部指令權(即externes Weisungsrecht)，但實務上甚少行使。至於內部指令權即邦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及總檢察署檢察長對各該機關檢察官之個案指示權或職務承繼權或職務移轉權係規定於同法第145條第1項，與我國法院組織法第63條及第64條之規定相同，茲不綴敘。

(四)關於就總統、內閣各部會首長及國會議員涉及公務員貪污瀆職案件之偵辦，Fätkinhäuer先生稱因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就在柏林，若有總理或內閣涉及所述弊案時，即由柏林邦法院檢察署第23部門(Abteilung23，稱為打擊貪污部門 die Korruptionsbekämpfung，目前有11位檢察官)執行，並由柏林邦總檢察署(目前即為Fätkinhäuer先生擔任召集人)指揮監督，組成一個共同工作小組，成員尚包括邦司法部及司法警察機關與行政機關，此共同打擊貪污部門也接受民眾檢舉，但可請其他相關行政機關或警方先行調查初步事證俾利小組參考，至於該小組的任務編組則是由邦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加以規定。
三、7月26日(星期三):

(一)下午2：00-3:30至柏林邦法院檢察署(die Staatsanwaltschaft Berlin)，由該署檢察長 Andreas Behms博士及檢察官 Kartin Faust女士親自出面接待，介紹該署之組織及職權行使，略將摘要記述如下：檢察長稱目前柏林邦檢察署址(位於Turmstraße 91, 10559 Berlin)之建築物乃與邦法院共用，係於西元1906年完成，距今恰滿1百年，算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法院建物，因為19世紀的普法(普魯士與法國)戰爭後，法國戰敗，德國獲得不少戰爭賠款，即在那段時間(約1890年至1910年間)利用賠款經費蓋了不少法院，目前柏林邦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約有330位，算是全德國人數最多的檢察機關，分設8個主要業務部門(即Hauptabteilung A至Hauptabteilung V，詳如附件6)，其中Hauptabteilung A至Hauptabteilung G等7個主要部門辦理偵查及公訴業務，至於Hauptabteilung V部門與我國各地檢署執行科相同，係專門辦理刑事判決之執行業務，每個主要業務部門又轄4到7個組(即Abteilung)，各組組長即為主任檢察官，全署分設約37個組，每組約有5至10股Dezernate檢察官。Faust稱渠在該署擔任檢察官約有7年時間，每年處理之偵查、公訴及執行案件約有20萬件，其中關於偵查案件處理的結果，約有25%簽結、15%起訴(包括刑事訴訟法第6編第1章第407條至第412條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Verfahren bei Strafbefehlen)，另外60%為不起訴處分(die Einstellung)。
(二)關於聯邦憲法保護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部分，因為憲法保護局並非犯罪偵查機關而是國家情報機關，較無業務連繫，故此部分提出之問題彼等均未能回答。
(三)關於日額罰金制的問題，檢察長稱法院是否判處罰金刑或只能處以自由刑參考之因素很多，從案件調查證據所得之資料，視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嚴重性、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及被告行為時及判決時之資力等做為依據。若要判處罰金刑，主要標準還是以被告課稅後之每日薪資所得為準，故若月薪不同，即可能不同被告所處罰之日額罰金金額不同，通常法院均先決定要判決若干刑期之自由刑(die Freiheitsstrafe，即有期徒刑，依德國刑法(Strafgesetzbuch)第38條第2項規定：自由刑最高為15年，最低為1個月)後再決定該自由刑是否選科或併科罰金刑(die Geldstrafe)。

(1)在法制面部分，依德國刑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罰金刑以日額金(die Tagessatzen)為單位科處，最低為5單位日額金，最高為360單位日額金。同條第2項規定：日額金之金額由法院考慮行為人的人身及經濟情況來決定。原則上以行為人每日平均應有或可能有的純收入為準。每1單位日額金最低不得少於1歐元，最高不得超過5千歐元。同條第3項規定：對行為人的收入、財產及其他計算日額金的基本情況可以進行評估。同條第4項規定：關於日額金的單位數及金額，應在判決內寫明。又同法第43條規定：不能繳納罰金者，以自由刑代替之。1單位日額金相當於1日自由刑。以自由刑代替者，最低為一日。綜上所述，法院為罰金刑之判決時，應載明若干單位(即5單位以上360單位以下)及每單位之金額(即1歐元以上5千歐元以下)，申言之，被告之日額金判決最少是每日5歐元，最高是每日180萬歐元。判決內容例如：被告某甲犯竊盜罪，處罰金刑30日，每日300歐元。

(2)關於調查之方法，在實務上係由檢察官於偵查時或法官於審理時直接詢問被告渠所有收入之狀況，依檢察長的說法，被告均會據實以告，或自行提供在職薪資證明供檢察官查核，因此在個案中司法機關對被告的經濟情況及背景已經有深入的了解，檢察官在可能會有罰金刑判決之情形，即在起訴書內載明被告職業、月薪或其他財產收入情形供法院參酌，有必要時也可以向稅務機關查證，但通常是對於經濟犯罪案件的被告，有調查關於其不法所得或財產情形必要時，才會向相關稅務機關或金融機關查證。至於科處罰金刑之日額金額度方面，在理論上是可以由檢察官與被告協商，但實務上協商的情形很少見，且協商的重點是自由刑的刑度而非日額金的額度(即若干單位及每單位的金額)，因為被告的收入是業經被告自承或調查的結果，標準也是依刑法第40條第2項所規定，所以無爭執的必要。惟若被告對罰金刑之判決不服提出上訴時，須表明上訴之理由係日數或日額金哪一部分才能由上訴法院審查。
(四)關於搜索與監聽的問題，司法警察機關仍需經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及監聽票，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搜索(die Durchsuchung)須經法官核准，惟若認有情況急迫事由(bei Gefahr im Verzug)時，檢察官及其偵查輔助人(die Staatsanwaltschaft und ihre Ermittlungspersonen)亦得逕行搜索。 至於前開偵查輔助人員之定義及範圍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規定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或受檢察官指揮命令偵查犯罪職權者)規定不同，即並不限於司法警察機關組織內之人，而是從作用面加以規範。按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52條(即檢察官之輔助官員Hilfsbeamte der Staatsanwaltschft)第1項規定：檢察官之偵查輔助人應受檢察官之命令並服從上級長官之指示完成交待之任務。第2項規定：邦政府(die Landesregierungen)依法規命令(Rechtsverordung)之規定得授權指示特定之官員(Beamten)或受僱人員(Angestelltengruppen)擔任偵查輔助人員。此種受僱人員應年滿21歲且在該機關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服務年資超過2年。邦政府得依法規命令委託授權邦司法行政部行使之。故只要依法令規定，檢察官即得要求邦政府內之官員或受僱人員協助偵查及調查犯罪事證。
(五)關於偵查中強制處分權(包括聲請核發監聽票、搜索票及被告之羈押)之實施，依檢察長及Faust檢察官稱目前在柏林邦係由4位職務法院(Amtsgericht)法官專責輪流值班審理，彼4人即負責處理全柏林邦所有檢方聲請之強制處分行為，不另外處理其他案件，渠等即所謂偵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且依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得就檢察官聲請範圍以外之事項命令實施強制處分權。與我國相同，偵查法官關於搜索及監聽(Überwachung des Fernmeldeverkehrs)的審查，不開庭審理；關於羈押被告的聲請應開庭審理。監聽設備是設置於警局內，依刑事訴訟法第100b條第1項規定：對於通訊內容之監聽與紀錄之審查，專由法院行之；但情形急迫時，得由檢察官命令實施(Bei Gefahr im Verzug kann die Anordnung auch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getroffen werden);但檢察官之命令嗣若未送請法院核准，或法院經審查未予核准，將於3日後失效。依同條第2項規定：監聽票之核准命令須以書面為之，並應載明受監察人之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可得特定受監聽之通訊器材，且須確定採取監聽措施之方式、範圍及期間。每一次核准監聽的期間最高為3個月，至多延長一次，至多不超過3個月。
四、7月27日(星期四):

(一)下午2：00-3:30至柏林邦職務法院檢察署(die Amtsanwaltschaft Berlin，位於Kirchstraße 7, 10557 Berlin)，由該署檢察長 Heike Burgmüller女士及兩位職務法院檢察官Annika Stübe女士及. Hasselberg先生出面接待，Burgmüller檢察長簡短寒暄並介紹該署之組織後，因另有要公先行離去，餘由Stübe女士及Hasselberg先生就余等預先準備之參訪問題一一詳細回答，略將摘要記述如下：Amtsanwaltschaft乃最基層的檢察署，在德國僅有柏林邦及位於西德的法蘭克福市擁有獨立的職務法院檢察署做為獨立的刑事訴追機關，其餘地區的職務法院檢察署因均從屬於邦法院檢察署，故我國刑事訴訟法學者往往將該機關譯為區法院檢察署，惟因該德語文字Amt之意譯原有職務之意，且其職務原係由刑事訴法及邦司法行政部授權渠處理之事務，又因柏林邦之Amtsanwaltschaft為獨立之司法機關，為免以詞害意致生誤解，本文爰以職務法院檢察署稱之，此點先予敘明。而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係處理中度及輕度之犯罪行為以及在渠土地管轄範圍內最常發生的交通事故輕罪案件。
(二)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目前有102位職務檢察官，分設有12個組(Abteilung)，每組有1位主任職務檢察官(Oberamtsanwalt)其中有3個較重要的組，其一係家庭暴力犯罪專組(Hausliche Gewalt)及另外2個係民生經濟犯罪(Wirtschaftsabteilungen)專組，家暴犯罪係身分犯罪，乃特定身分之家庭成員才能構成犯罪行為主體，依德國刑法及實務見解均認為事實上同居關係者也算家暴案件處理之對象；至於民生經濟犯罪專組處理犯罪之行為主要係規定於「生活用品法(Lebensmittelsrecht)」 ，例如進口私煙逃漏稅捐即該法規範之對象。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須具備「專業行政司法高等職務的教育學校(Fachhochschulausbuildung für V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學歷並經考試及格才能任用，期間須接受18個月的訓練，其中有4個月是在訓練所上課，餘則在職務法院檢察署實習，原則上僅受刑事法學及實務之訓練，不受民法及其他法律之訓練，此與邦法院檢察官及法官職務應具備之考試任用資格尚有不同，後者當然比較困難，資深之職務檢察官無升任邦法院檢察官之機會，除非另通過檢察官之國家考試。由此可知，德國之職務法院檢察官之任用資格類似我國之檢察事務官。又，所有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如邦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樣，均需處理偵查及公訴業務，惟內部並未再分設公訴組及偵查組分別處理各該業務，原則上所有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依柏林邦司法行政廳所規定之「邦法院檢察署與職務法院檢察署組織暨職權行使規則Die Anordnung über Organisation und Dienstbetriebs der Staatsanwaltschaften und Amtsanwaltschft(OrgStA)」，共同處理一般普通案件及交通案件，及如前所述之家庭暴力犯罪專組案件及民生經濟犯罪專組等特定案件，在組織編制上，無論是邦法院檢察署或職務法院檢察署均無類似我國檢察事務官這種具有司法警察官身份兼檢察官助理之公務員的設計，但是Stübe女士笑稱有檢察署實習生，稱為Referendare bei der Staatsanwaltschaft und Amtsanwaltanwärter bei der Amtsanwaltschaft在各該檢察署學習時，實質上具有輔助檢察官辦理案件之功能。
(三)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事物管轄的範圍(詳參附件七，係Stübe女士特為本參訪團準備之資料)，依前開「邦法院檢察署與職務法院檢察署組織暨職權行使規則」之規定，詳述如下則包括：

(1)職務法院(Amtsgericht)可能宣告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蓋因法院組織法第25條規定職務法院僅審理刑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輕罪(Vergehen，即法院將宣告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刑之案件)案件及最高宣告刑不超過2年有期徒刑之案件(Stübe女士稱可能在數罪併罰時發生)。

(2)刑法第123條之「無故侵入住宅罪」。

(3)刑法第132條之「越權執行公務罪」。

(4)刑法第134條之「毀損政府公告文書罪」。

(5)刑法第136條之「毀損扣押物及公印文罪」。

(6)刑法第142條之「交通事故肇事逃逸罪」及因此所致之「過失傷害罪」，但所稱之「傷害結果」不包括同法第226條之「重傷害結果」。

(7)刑法第143條之「未經許可飼養或交易危險犬隻罪」。

(8)刑法第145條之「濫用急救電話或損害急難救助設備罪」。

(9)刑法第145c條之「違反法院命令而從事特定職業或營業行為罪」。

(10)刑法第185條之「公然侮辱罪」。

(11)刑法第186條之「誹謗罪」。

(12)刑法第187條之「造謠污蔑罪」。

(13)刑法第202條之「妨害郵件秘密罪」。

(14)刑法第223條之「傷害罪」。

(15)刑法第224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規定之「危險性傷害罪」(按，該條第1項規定為：以下列方式傷害他人身體者1.投放毒物或其他危險物質；

2.使用武器或其他危險工具；3.陰險地突然襲擊；4.與他人共同實施傷害行為及5.以危害生命的方式傷害他人)。

 (16)刑法第229條之「過失傷害罪」，亦包括同法第226條之「重傷害結果」。

 (17)刑法第240條之「脅迫強制罪」，但不包括同條第4項「情節重大之加重構成要件情形」(按，該條第4項規定3款加重構成要件：1.強制性交；2.強制墮胎；3.強制其濫用公務人員之職權)。

 (18)刑法第241條之「恐嚇罪」。

 (19)刑法第248b條之「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駕駛交通工具(包括腳踏車及未行駛於軌道之動力車輛)罪」。

 (20)刑法第266a條之「雇主抑留不發或剋扣受僱人工作報酬罪」。

 (21)刑法第267條之「偽造文書罪」，但應與同法第315c條第1項第1a款、第316條、第323a條或道路交通法Straßenverkehrsgesetz第21條至第23條有牽連犯之關係。(按依前開但書法條主旨再分敘如下：

1.刑法第315c條第1項第1a款規定：飲用酒精或使用其他麻醉藥品仍駕駛交通工具，因而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或其他貴重物品罪。

2.刑法第316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酒後駕車罪。

3.刑法第323a條規定：原因自由行為(即因故意或過失飲用酒精或使用其他麻醉藥品使自己處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狀態而實施犯罪行為)。

4.道路交通法第21條規定：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5.道路交通法第22條規定：濫用公務機關核發之標示罪。(指基於妨害辨識之不法意圖，就未經許可核發車牌號碼之車輛，在相同處裝上偽造的車牌；或以變造車號、刪除標識及隱匿可得辨識之標識方法為之)。

6.道路交通法第23條規定：未經許可，故意或過失利用交通工具的一部分營業(如利用部分車廂兜售手工藝品)。 

 (22)刑法第281條之「基於詐欺犯意濫用證明文書罪」。

 (23)刑法第290條之「質權人非法使用質物罪」。

 (24)刑法第316條之「酒後駕車罪」。

 (25)刑法第323a條之「原因自由行為罪」(只要職務法院檢察官認定已達酒醉之程度而有管轄權即足)。

 (26)刑法第323b條之「妨害戒除癮癖之治療罪」(明知他人依法被安置於戒治機構，未經該機關首長之許可，提供其酒精或其他麻醉物品或誘惑其飲用)。

 (27)下列侵害財產法益之輕罪(Vergehen)，損失未達2千歐元者，亦為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事物管轄之範圍：

  1.刑法第242條之「竊盜罪」。

  2.刑法第243條之「加重竊盜罪」。

  3.刑法第246條之「侵占罪」。

  4.刑法第248c條之「竊電罪」。

  5.刑法第263條之「詐欺罪」，但不包括同條第3項(即加重詐欺罪，內有5款加重情節，如常業詐欺、造成被害人重大財產損失或使不特定多數人致生財產損失之危險、致被害人處於經濟困境、濫用公務員之職務犯本罪或毀損標的物詐領保險金等情)及第5項(即與他人共組常業詐欺集團罪)之罪。 

  6.刑法第265a條之「詐欺給付罪」(乃意圖騙取自動販賣機或公用通訊設備之給付，騙取無償使用交通工具之機會或進入某一活動場所入場卷)。

  7.刑法第303條之「毀損他人財物罪」。

  8.刑法第304條之「毀損公共財物罪」。

  9.稅法(AbgabenOrdnung)第370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之「逃漏稅罪」，尤其指關於逃漏動力交通工具稅金部分。

 (28)刑法第145d條之「未指名(明)犯人之誣告罪」。

 (29)刑法第164條之「誣告罪」。

 (30)刑法第257條之「包庇罪」(即為確保實施違法行為的人因其行為所得之利益而向其提供幫助者)。

 (31)刑法第258條之「阻撓刑罰罪」。

 (32)刑法第259條之「故買及牙保贓物罪」。

 (33)商業法(GewerbOrdnung)第148b條之「過失購買或牙保贓物(指貴重金屬及寶石)罪」。
(四)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另處理至職務法院執行相當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及第273條之2之簡式審判程序( Beschleunigtes Verfahren，規定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a編第417條至第420條)。此種程序規定之作用在使公訴審理程序簡化，並富有對被告教育之目的；性質與功能係介於繁複嚴謹之公訴審理程序(Hauptverhandlung，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199條以下)及完全書面審理之處刑命令程序(Verfahren bei Strafbefehlen，規定於刑事訴法第6編第1章第407條至第412條)之間，在柏林邦，此程序僅職務法院(包括刑事庭法官及參審庭法官)得管轄辦理，且在實務上此種案件法院應於3個月內處理完畢。簡化處理之部分如：(1)依第418條第2項後段規定法院傳票於24小時內送達即可。(2)依第420條規定，證據能力之調查方式亦大幅減化，例如：對於證人、鑑定人或共同被告之供述證據得援引先前對彼等製作之訊問筆錄或附有文件資料之書證，由法官以朗讀代替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3)依第417條規定，得行此種程序之案件以經檢察官提出聲請且案情單純，或因證據情況極為明顯為限。(4)依第419條第1項規定，若法院宣告刑係1年以下有期徒刑者才可以此種程序進行審判，惟若科處沒收行為人駕駛執照之處罰亦得為之。(5)另依第418條第4項規定，若法院將宣告被告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時，應為被告指定一辯護人。(6)依第418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在此程序無庸具書面之起訴書，而以在審理程序開始時以口頭聲請即足。
(五)另值得一提者為「特別的簡速程序(das besonders beschleunigte Verfahren)」。在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於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時，依該國刑事訴訟法第127b條規定，對於在德國境內無固定住居所之人(如外國旅客)若因現行犯遭警方當場逮捕並暫時留置，應儘速依規定適用此特別的簡速處理程序。申言之，當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27a條規定以被告在德國無固定住居所為理由命令(anordnen)羈押時，自逮捕時起算期間最多僅能持續一週。此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偵查中之被告自遭逮捕時起，最遲在翌日即應解送至逮捕地所屬之職務法院法官處，由法官審查是否有不法逮捕事由，若有違法逮捕情形即應命釋放，否則即應命令羈押。在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每天固定有二位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值班處理此程序事項。此類被告既經羈押，且期間往往僅有一週，案件勢須速調查處理，故此程序仍以證據明確為適用前提，否則若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無足夠證據起訴被告時，法院或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即應將被告釋放。又，依Stübe女士說明，在實務上，柏林職務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於人犯在押的案件，一定要在3個月內偵查終結，至於柏林邦法院檢察署及邦高等法院檢察署對於人犯在押的案件，若屆期均有經法院審查，則羈押期間並無限制，惟在實務上，一般案件通常在6個月內會偵查終結。
(六)在職務法院檢察署，另一項訴訟程序「處刑命令程序(Strafbefehlsverfahren)」(部分規定類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編簡易程序)也是院檢雙方經常加以運用的一環。此乃由職務法院以簡明扼要的書面審查職務檢察官聲請書方式進行裁判之程序，可謂是一種單面向的刑罰確定程序，省略了審理及判決的要求(eine einseitige straffestsetzung ohne Hauptverhandlung und Urteil)；功能在滿足：(1)減輕法院的案件負擔。(2)使被告就渠案件在程序上能迅速處理、低調進行及節省勞力時間費用而能達成確定判決之結果。依該國刑事訴訟法第407條規定，此程序由職務法院管轄，處理前開屬於輕罪(Vergehen)之案件，而處刑命令所得科處的刑罰包括罰金(Geldstrafen)，在被告有辯護人的案件，職務法院則可宣告最高刑度至1年有期徒刑之刑罰，但此時仍需附有緩刑之條件。依刑事訴訟法第410條規定，當事人若不服處刑命令的結果，仍有一種救濟途徑，稱為「聲明異議(Einspruch)」，惟需在處刑命令公告或送達當事人後兩週內為之。一經聲明異議即阻斷該命令可能確定之效力，此時，即在同一法院(即職務法院)重新進行實質審理程序，而非如一般在第一審已經實質審理程序之案件，上訴第二審係在邦法院(指事實審die Berufung之情形)或在邦高等法院(指法律審die Revision之情形)審判的情形，按通常訴訟案件之上訴救濟程序如附件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被告在聲明異議後之審理期日未到庭且未選任辯護人代理到庭執行職務，則該聲明異議即會被駁回；否則即如公訴程序一般，開始進行審理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依同法第411條規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在異議後之審理程序並不適用。申言之，被告在審理後可能遭到較不利之判決，法院不受先前處刑命令之結果所拘束。
肆、心得報告：

一、筆者才疏學淺，此次能獲首長選派參加考察計劃，深感榮幸與惶恐，余於大學時因對德文較有興趣曾選修為第二外國語(二個學年12學分)，於大三暑假時還到德國文化中心進修兩期語文課，對德國文化及歷史背景本懷抱一絲忡憧，此次能去德國，又是兩德統一後的首都柏林，十分珍惜此難能可貴之機會。故行前於工作空餘時間即重拾德語課本及吳麗琪教授編譯之德國刑事訴訟法加緊自修複習，並於參訪前後提出若干問題請益前輩如林麗瑩檢察官及陳重言檢察官等，均獲益良多，回顧這半年來的心路歷程，筆者才發覺自己已有能力粗淺地閱讀德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條文，竊認此乃本次參訪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二、此次至德國柏林參訪，行前原以為像法務部派員至新加坡總檢察署參訪時能有德國檢察官全程陪同般，可於期間提出任何見聞產生之疑問或參觀彼等偵訊設施等情形，惟如前所述，實際情形與預料有相當大之差距，參訪時間太短，又有翻譯居間執行，又再壓縮部分時間，故未及將參觀各檢察署偵查庭及警察局偵訊室(及設備)及拘留室列為本次考察之重點，致此次參訪如同上緊發條之作戰部隊，惟恐所擬問題之疑義未能澄清，於四天行程結束後才發現，雖已明瞭兩國檢察制度及訴訟實務的一些異同，但仍有許多重要問題及制度的設計有待進一步深入了解及探討。因我國刑事訴訟法(民國17年國民政府公布)及實體刑法(民國24年國民政府公布)均繼受自德國，自中國大陸及嗣後在台灣實施之期間已有70餘年，不可諱言，關於檢警關係之法理論及司法實務之運作基礎均與德國法律人之想法類似，依此次受訪機關之答覆可知，德國檢方與警方對於促進刑事訴訟要求之發現真實及保障被告權利二者法益兼顧之互動良好，乃基於彼等間相互尊重及均依法執行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申言之，彼等並不認為檢警關係在法理及實務運作上有何衝突，是筆者認為德國之檢警關係及刑事訴訟制度之運作仍應為我國訴訟制度是否變革之最重要參考法制，法務部宜與德國聯邦政府法務部或各邦(如柏林邦)政府之司法行政廳建立交流之機制，深入理解現行德國檢察官在訴訟程序扮演的角色，才不會被司法院親美派學者主導之訴訟制度變革方向牽著鼻子走，如論者所述，現行刑事訴訟法在修法後之重點以加重檢察官舉證責任、減輕法院案件負荷、在不採行陪審團制度為前提下適用交互詰問制度(德國刑事訴訟法係採輪替詰問制度)、證人證言之證據能力認定採浮動狀態(例如司法警察機關及檢察官對證人製作的筆錄為審判外之陳述，原則上無證據能力，但經被告及辯護人認為無意見或採行簡式審判程序、簡易判決處刑或協商判決時又可認為有證據能力得逕採為證據)、甚至在未確定高等法院是否仍採取第二次事實審之情形下，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將刑事訴訟法事實審審理程序及證據法則修改成美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致漸疏離審檢辯三方在訴訟程序中運作的核心價值。關於刑事訴訟之核心價值，筆者認為即是在保障被告訴訟權利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發現案情事實真相為目的。換言之，1.保障被告在憲法及刑事訴訟法規範得享有之權利(如選任辯護人、不違背自己的意思陳述及請求調查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僅是手段及方法，2.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在此前題下從事發現案情真實之目的，二者兼顧即為刑事訴訟制度之核心價值。
三、筆者於此次考察過程發現德國職務法院檢察署制度相對於我國的檢察事務官制度之設計，確有若干值得我們思考借鏡之處。略述如下：

(1)立法者既以主權者之立場，依社會政策、經濟政策或法律政策之目的，將所有具有侵害憲法及法律秩序法益 (如侵害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隱私等) 之不法行為，若破壞法益性質或情節較重大者，均以賦予刑罰法律效果(即科處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規範之，一但經制定為法律，即具有實證法之性質及效力，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包括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及刑事法院均應依實體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執行各該機關應有之權能。申言之，若干不法行為是否應納入刑事罰之規範對象？如84年新增訂之建築法第95條規定：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違反規定重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30萬元以下罰金(案例通常是對於經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報後拆除之建物，行為人違反主管機關禁止命令重建之情形)。或將之除罪化而僅科處行政罰鍰即可？並非毫無爭論，完全繫乎立法者之評價。惟此種案件之構成要件相當單純，調查證據之方法亦不困難(證據通常為1.主管機關移案檢送曾經查報之書面物證、2.業經拆除之書面物證及3.在原址重建之書面物證與4.行為人有違反禁止命令重建之行為)，法定刑度亦低，與此種案件類型相仿者尚有施用毒品案件及酒醉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共同之性質均為以機械性及技術性涵攝法條操作之書證(如尿液檢驗報告及酒精測量濃度測試值)及法定刑度均不高，或者如傷害罪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過失傷害罪等侵害法益價值非鉅之告訴乃論之罪等。若從國家培養檢察官之考試科目內容及養成教育(包括職前訓練及在職訓標)之目的而論，應認國家延請這批具有高度專業法學能力的刑事訴訟程序主導者及監督者之檢察官，目的係在處理複雜困難且需整合不同專業領域人員所提供資料，積極實施偵查之案件，篩選過濾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者即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並於起訴後，監督法院依法審理判決之法律專業人員，而非處理前揭較為技術性操作，得經簡易調查後逕行認定評價之案件。

(2)依我國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規定，檢察事務官(下稱事務官)主要係受檢察官之指揮，襄助檢察官執行同法第60條所規定之職權，其身分視為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之司法警察官。是依我國法院組織法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事務官制度設計之功能相當於檢察官之助理，目的在協助檢察官處理個案，但案件仍由檢察官主導偵查終結，決定是否起訴、緩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或簽結。其立意原係良好。惟制度的運作在於人，目前，關於各地檢署事務官之事務分配之運用，有「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原名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原則，由法務部於89年5月15日發布全文7點；嗣於94年8月25日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9點，下稱事務分配要點，參附件九)為依據。依該「事務分配要點」第4點規定，事務官之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1.襄助檢察官製作「速偵」案件之初稿。2.奉檢察官之命實施相驗。3.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鑑定人等(但如有實施強制處分或命具結之必要者，應由檢察官親自訊問)。4.協助檢察官到庭實行公訴。5.例行性事務，由檢察長指定主任檢察官或專股檢察官指揮事務官襄助處理如「被告姓名不詳或犯罪事實不具體之他案」、「施用毒品案件」、「假性財產犯罪案件」及「案情簡易之特定案件」等。又依「事務分配要點」第5點規定，事務官一般事務之分配方式如下：檢察官就其承辦之案件，除內勤案件或外勤案件以外，經衡酌案情，認有交由事務官襄助執行之必要時，應先填具案件交辦進行單，具體指示交辦事項，經各組主任檢察官核閱後，送交事務官室分辦。綜上所述，我國事務官辦理刑事訴訟案件之法源為法務部令頒之「事務分配要點」，此與柏林邦職務法院檢察署辦理刑事訴訟案件之法源為前開柏林邦政府司法行政廳頒布之「邦法院檢察署與職務法院檢察署組織暨職權行使令」相當，均為法務行政機關制定。又依前開「事務分配要點」所述，事務官可處理案件之內容包括詢問案件之當事人及關係人、擬作書類、司法相驗、協助實行公訴、處理簡易性質之案件並製作結案書類暨承檢察官之指示處理具體個案並製作結案書類。應認事務官辦理刑事訴訟案件之內涵已與檢察官相當。尤其前開「事務分配要點」第5點之規定，因其規定抽象概括，在實務運作上，1.交辦案件範圍之性質(包括罪名、法定刑、複雜程度等)並未加以限制；2.事務官應辦理個案之程度(如僅協助開庭或整理卷證資料或擬作書類等)均未具體規範，而留下相當大的空間讓各地檢署因地制宜運作，致實際上事務官之性質已非僅法院組織法設計之司法警察官之身份，筆者認為渠依「事務分配要點」規定之功能主要已具有「助理檢察官」(或稱「副檢察官」)之職務內涵。

(3)是事務官之職務內涵既包括「助理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二種，然關於「助理檢察官」這一塊，不可否認的，在實務運作上已實施了檢察官獨立辦理偵查案件權能之核心價值，惟因名(為司法警察官)實(為助理檢察官)不符，筆者竊認長此以往，將不利檢察業務之推動。因為1.事務官對渠偵查之案件未具名負責，將致權責不明，且事務官無榮譽感，難認制度的設計會令渠基於榮譽及責任感戮力從事此高度賦有良心評價之工作。2.檢察官交辦案件之性質及範圍因無具體規範，基於人性之弱點，亦將導致檢察官交辦案件恣意浮濫之結果，而生弱化檢察官辦案能力之事實；且因無監督各該交辦案件之檢察官管考事務官結案品質得量化的客觀標準，嗣後檢察官基於自己進行案件亦為數眾多的壓力，實際上能監督事務官辦案品質一事亦難以期待，致生雙方(指檢察官及事務官)互推責任之結果，檢察官認為案件已交由事務官辦理，自信應尊重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心證產生之過程；事務官則認為書類又非渠具名，應由檢察官負最終成敗之責任，在兩頭落空的情形下，殊難期待案件的品質會好到哪裡。3.又事務官因認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渠僅為司法警察官而非司法官，為何要處理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決定偵查結果暨製作書類等一氣呵成之司法核心價值事務？且彼等既均在地檢署內開庭，與檢察官執行幾乎相同之事務(只是欠缺強制處分權)，渠等所擬製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類，經檢察官核准後，亦均由檢察官到法院實行公訴，結案品質實際上視為與檢察官之書類相同，雖領有司法人員專業加給卻未著法袍，此種名實不符現象在對照德國職務法院檢察官之制度後，實有重新思考檢討是否使渠名實相符以利整體檢察業務乃至刑事訴訟制度推動之必要。
四、是筆者建議，採用德國刑事訴訟法及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將事務官的屬性由目前規定之司法警察官身分改為具有司法官性質之「助理檢察官」，方法擬議如下：

(1)一方面修改刑事訴訟法，將目前地方法院(配置檢察署)一部分事物管轄之案件(概括規定如：法定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所有告訴乃論罪名之案件、所有施用毒品罪案件；列舉規定如：刑法第29章、第31章、第32章及第34章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造成之損害未達新台幣50萬元者)，原由檢察官處理者，劃歸專責由事務官偵辦，並於書類署名以示負責。蓋檢察官及事務官依法院組織法規定，可升任之最高職等本不相同，且檢察官依法令本得至高等法院檢察署或最高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及檢察長，但事務官僅得在地方法院檢察署任職，是此二種司法職系公務人員依刑事訴訟法執行公務之功能本應有明確之區隔，故前開建議之積極面可達到國家對於檢察官及事務官藉由不同考選、培訓及身分保障制度差異，處理事務繁簡及侵害法益類型程度相異之目的，讓事務官處理為數較多、侵害法益程度較輕之案件，檢察官則專心處理侵害法益程度中度或重度之案件，而事務官既然已經是司法官，被告以外之人(如證人)依法在事務官前具結亦有與檢察官相同之證據能力，如此在權責相符、分工合作的情形下，無論就偵查主體或偵查客體之案件而論，相信應可達成明案速判、疑案慎斷等專業及效率之刑事訴訟目標。消極面亦可避免目前實務運作上因名實不符、互推責任及監督機制空泛、抽象化後，檢察官將困難繁雜案件亦全數交辦事務官處理結案，致檢察官有辦案能力弱化之趨勢。檢察官若無能力或無意願擔任檢察官推動檢察業務者，依法經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亦可認定該檢察官不適任檢察官之職務而降調為事務官。

(2)另方面檢察官若在辦理重大案件時，有請事務官協助執行搜索、扣押、勘驗錄音(影)帶、光碟、製作卷證分析報告時，因事務官亦有「助理檢察官」之性質，依(維持)現行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的規定及檢察一體之原則，事務官自應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個案所需各項強制處分權或技術面(如財務金融、營繕工程或電腦犯罪等專業層面)問題之克服。如此亦可兼顧運用一部分事務官擔任檢察官助理功能之實務需求。

(3)至於相驗案件，亦可依刑事訴訟法事物管轄之規定，決定哪些案件由事務官相驗(依司法警察機關之報驗單為準，如自殺或無他殺之嫌案件，或交通事故之過失致死罪等，因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可由事務官實施相驗)，哪些案件由檢察官相驗(如殺人罪或傷害致死罪等法定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外之案件)。惟若偵查之結果發現事物管轄應予變更，因為均在同一地檢署內，則可依簽呈之方式變換為檢察官或事務官續行辦理並偵查終結。至於內勤部分，理論上亦須依事物管轄之區別分為兩套機制，分別依罪名不同由檢察官及事務官處理。又事務官是否應擁有部分之強制處分權，如核發拘票、簽請檢察長發布通緝、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將來)聲請法院核發監聽票、聲請法院羈押、扣押證物或得沒收之物及留置並命採取被告或被告以外之人的生物性跡證等，理論上亦應以是否能滿足辦理渠事物管轄案件所需為考慮，惟因筆者本次參訪並未慮及此問題，又國內學者就此領域似無進一步之研究成果，筆者建議法務部得派員再赴德國及日本考察渠等「職務法院檢察官」及「副檢事官」制度在檢察機關於實務面運作之現況(如是否得至法院蒞庭實行公訴)，擇其理論優點資為修法參考，俾利符合訴訟理論及我國國情之需要。

五、依前述德國刑事訴訟法第6編「特種程序(Besondere Arten des Verfahrens)」第1章「處刑命令程序」規定之意旨可見，職務法院所為之處刑命令(Strafbefehl)，當事人在收受命令且無異議的情形下，雖有判決確定之效力，但該程序之性質並非判決程序，因為未經法院直接審理，此乃德國刑事訴訟法相當堅持的一點，故不稱為判決。就此而論，其規範之方式卻可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編督促程序，由民事法院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在刑事訴訟則是由職務法院對被告發處刑命)之效力理解，有異曲同工之妙。即若被告不服處刑命令而聲明異議(我國民事訴訟之督促程序若被告不服法院支付命令之裁定也是以提出異議方式為之)，即阻斷命令確定之效力，並將檢察官之聲請處刑視為向職務法院起訴，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之前法院所為之處刑命令失其效力。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編簡易程序就同樣規範目的及作用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雖法院得僅書面審查檢察官之聲請書即下決定，惟仍將之定性為判決，當事人若有不服，得向地方法院合議庭(在德國職務法院則為獨任法官)上訴請求審理，故就我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之審級利益而論，變成只有一個事實審兼法律審的救濟途徑，二者法制面對於被告訴訟權的保障及減輕法院案件負荷暨程序效率的追求，亦有值勘玩味之處。

六、關於刑罰罰金的問題，筆者贊成引進德國日額罰金制之規定，略述如下：按我國刑法第 41 條原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此即為易科罰金之規定。嗣立法政策為修正短期自由刑「短得不足以使人變好，長得卻足以使人變壞」之流弊，乃於民國 90 年 1 月 10 日修正該條文，將易科罰金之適用範圍擴大，凡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均可適用易科罰金之規定。此立意原屬良善，因對被告處以罰金刑無庸將受刑人隔絕，不會導致難以再社會化的困擾，復無庸花費大量資源於監獄矯治人犯之工作。罰金刑的刑罰「痛苦指數」係源自於受刑人因繳納一定數額之金錢，致無法滿足其物質享受需要造成的間接結果，惟現行刑事訴訟實務因科處罰金數額「過低」(每日新台幣900元，六月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僅得科處16萬2000元)，且未考量個別犯罪行為人之經濟能力，致就同等的罰金刑，對極端富有的人根本不痛不癢，反之，對相當貧困的人，卻是極重之負擔與痛苦，寧可或別無選擇自由刑一途，如此絕非立法者設計罰金刑制度的本意。而日額罰金制一方面(第一階段)依被告之罪責，評價決定罰金刑之日數，另方面(第二階段)依被告之經濟能力決定每日罰金的額度，即經濟能力(如所得及財產)高者，罰金的額度相對高於經濟能力低者。如此，既兼顧行為罪責的刑法原理，亦符合罰金刑刑罰效果(痛苦指數)平等化及刑法特別預防理論之目的。
赴德考察報告

主題：德國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

報告人：林宗志
壹、前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機關之設計，係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而以司法警察機關為輔助偵查機關。然近來偵查實務運作，檢警關係於個案中迭生爭議，致使「偵查主體」誰屬之問題，引起檢警實務及學界廣泛討論，甚至有「雙偵查主體」制度設計之呼聲出現。然值得探究的是，該等偵查實務運作所生爭議現象，究竟是現行制度設計不良？抑或檢警心態差異所引發？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從職權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主義有無關連？
適逢本署以「德國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之研究」為主題，受指派前往德國柏林進行考察，期以刑事訴訟偵查架構與我國相近之德國之法制與實務運作之考察，能提供我國實務運作或修法與否之思考方向。
筆者於行前先以考察主題為中心，思考我國檢警關係之現行實務相關爭議問題，並以研究考察計畫
為基礎，形成相關問題意識後，進而擬定考察議題大綱，將之翻譯成德文，透過我國駐德代表處轉送各該受訪之考察機關，使渠等事先得知此行考察主題與議題綱要，以利考察作業之準備與進行。從而，本文擬就問題意識之形成過程、受訪考察機關與參訪過程，以及考察心得分述如次。
貳、問題意識

    依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設計，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且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互不相隸屬，且職責各有所掌，故關於檢警關係問題之探究，主要著重於刑事案件之偵查作為中，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之具體指揮、監督關係。
現行實務運作之爭議，乃在於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之指揮地位發生鬆動情事，而出現檢察官指揮不力或司法警察對檢察官之指揮虛與委蛇。關於前述之指揮監督關係，筆者認為可從檢察機關之「偵查業務」與「公訴業務」二大面向加以觀察。
就偵查業務而言，具體事例如警察機關對於業經移案至地檢署後，因業已取得移案績效
，且移案績效又以移送罪名之輕重而為計算，經常發生小案大辦
，或因特殊情事而有大案小辦或甚至不報之情形，致檢察官認有偵查不備之處尚需進一步調查相關事證，而有指揮不力之情事。司法警察機關間為求績效表現，而未尊重檢察官之個案指揮，擅自決定行動；對於重大敏感之刑事案件，於檢警發動搜索或拘提等強制處分之偵查作為前，發生洩密情事，致功虧一簣；對於偵辦成果有爭功諉過情事，甚至司法警察機關透過媒體指責檢方偵查作為之不是等現象。
就公訴業務而言，主要是案件經起訴後，公訴檢察官認為有不完備之處，基於舉證責任之要求，進一步要求原移案之司法警察機關協助蒐集相關證據資料，而生指揮不力之情事。
依筆者對現行實務運作之觀察，檢察官偵查指揮地位鬆動之主因，來自於司法警察機關之績效、獎懲制度，以及司法警察機關多元性與權責重疊性。鑑於除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外，我國法制尚有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民國69年7月4日修正）、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民國87年11月11日修正）、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民國94年8月15日修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轄區司法警察協助辦理發查暨核退案件績效考核辦法（民國93年1月9日發布）、檢察、警察、調查機關查察賄選注意事項（民國87年6月29日發布）等相關規範，探究我國檢警問題是法制設計錯誤？或是法制不足？或僅是相關規範未落實？此與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由職權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主義有無關連？
基於上述之想法，為考察德國之檢警關係之法制與實務現狀，筆者首先就地區檢察署之案源而為分類，探究檢警之指揮監督與合作關係之概況，亦即，警察機關移送、直接向檢察署提出告訴或告發、行政機關移送或檢察官就具體個案指揮偵辦等不同案件來源類型，於檢察官認有偵查不完備之情事時，與警察機關如何互動或進一步指揮偵查，有無監督機制之設計？實務運作可能出現哪些問題及其因應之道等等（如第4號）。
其次，依德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制，分別從檢方之法定指揮監督與警方之受法定指揮監督事項，分別存在哪些困難或窒礙難行之處？檢、警雙方分別如何因應（如第5、6號）。
再者，探究警察機關是否有績效考核制度？相關規範為何。對具體個案之績效如何計算？是否會受績效制度影響而為不正常移案，如將輕罪犯罪事實以重罪而移送檢方之情事。檢方與警方分別有何防制之道（如第9號）。
又探究警察機關對於刑案偵辦有無獎懲制度、規範依據及其主要內容為何，以及建議獎懲機關與決定獎懲機關分別為何；檢察官對於具體個案之承辦警察人原有無獎懲權或獎懲建議權，具體運用之情形及成效為何？是否因檢方對警方有獎懲（建議權）而得以強化對警務人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如第8、10號）。
此外，警察機關有無爭取偵查主體之爭議或具體作為（如第11號），以及檢察官於實行公訴時，對於有任意偵查必要性時，會如何與警察機關互動，以及是否會要求原移案機關協助公訴事務（如第13號）。
參、參訪機關與考察紀要
一、7月24日上午拜訪柏林邦警察總局（Der Polizeipräsident in Berlin），係由局長（Dieter） Herr Glietsch, 及主任秘書（Kriminaldirektor）Herr Wilhelms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現行檢警間之聯繫與運作

警方執掌之業務多元，但僅有在刑案之偵查領域，始接受檢方之指揮與命令；檢、警間屬合作關係，檢、警單位之設置如鏡子關係，互設有類似之組織，為使檢警關係運作順暢，彼此間均設有對口單位，至於具體個案事務則由警方直接與承辦檢察官聯繫。
每年均會舉辦3至4次警察局長與檢察長會議，目的在使檢警機關之組織更進步、聯繫更順暢，但檢警間之意見並非百分之百皆一致，意見歧異之處，往往透過持續的溝通、協調來解決問題。 
檢警機關於必要時也會召開共同記者招待會，一同面對媒體或大眾之質疑。如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前，檢警機關即曾共同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全國民眾說明世足賽期間，警方對於可能發生的犯罪如何預防，以及檢警間就刑案發生後之合作處理模式。現行檢警關係實務運作良好，就個案性問題陸續解決，較無全面性或需修法的狀況。就爭取偵查主體之問題，曾有一個浪潮，是警方表示希望爭取偵查主體，但畢竟也只是個說法罷了。
另因警察機關係屬二元組織，就社會秩序之維護須服從上級長官之命令，但就犯罪偵查則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受檢察官指揮，若二者有所衝突時，則由檢察官與警察機關之首長來協調最佳處理方式。例如，規模龐大之暴力型犯罪，一方面涉及刑案偵查、一方面也面臨社會秩序維護之必要性，若二者作為有所衝突之情形。不過，警方向來都是將檢察官當作法律顧問予以諮詢。
（二）移案、績效與獎懲
檢察機關之案件來源，由警方所移送者比例高達百分之98，其餘則是由行政機關所移送。
警方移案後，檢察機關認為偵查不完備而有續行偵查之必要時，仍可發交警察辦理，且無次數之限制。

警方對於刑案之偵查，並未如我國有所謂的績效制度，亦無任何獎勵措施，認為僅是警方於法律上與職責上應盡之義務；若有疏失，則依情形分別負擔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換言之，就刑案偵查而言，警方並無所謂內部之績效與獎懲制度，僅是回歸至外部法律規範，即刑法、邦之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
案件經起訴後，法院於審理中發現有證據不完備之情形，承審法官可直接指揮警方續行調查相關事證，雖然辯護人經常以此質疑法官有違中立原則，但法院為發現實體真實，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之規定，當事人若對法院之裁定或處分有所不服時，亦可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以尋求救濟，故法院當然可命警方續行調查補充相關證據。

二、7月25日上午拜訪柏林邦總檢察署（Der Generalstaatsanwalt in Berlin），係由檢察長（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Herr Michael Sietz與主任檢察（Oberstaatsanwalt）Herr 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專組偵辦公務員貪污案件
柏林邦係全德國第一個設置專組偵辦公務員貪污案件的邦，濫觴於1980年代，柏林邦曾因政府機關違法核發建築執照情事而發生官商勾結弊案，嗣後為因應該等公務員貪污、瀆職等犯罪類型而設置。
現今係由柏林邦地方法院檢察署第23偵查小組（下稱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專責偵辦，邦檢察總署檢察長得直接對該部門之成員為特定指示。警察機關亦設置相對應之組織，共計3組、每組9人，受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指揮專責承辦。以聯邦總理貪污為例，因現任聯邦總理住所在柏林市，而柏林市係隸屬於柏林邦，若真有貪污情事，則由該小組專責偵辦。

（二）防制貪污之共同工作小組

為防制公務員貪污等犯罪，柏林邦設有一共同工作小組，專責處理所有有關公務員貪污，亦包括民眾檢舉事務的處理。成員包含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邦司法部、警察機關及行政機關共計20人，採任務編組之運作模式
，受柏林邦總檢察署檢察長指揮監督，現即由主任檢察官（Oberstaatsanwalt）Herr 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擔任召集人。
該小組接受民眾之檢舉，若檢舉內容有相當犯罪嫌疑，則交由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偵辦，若檢舉內容不明確，則由受檢舉之公務員所屬行政機關的政風人員先行調查後，再回報該共同工作小組；行政機關之政風單位亦會向上開共同工作小組諮詢法律意見或報告相關調查內容。
（三）重大貪污案件搜索行動消息走漏

於檢方發動大規模搜索行動，於搜索前消息走漏，到達搜索現場時已有媒體在場守候，德國偵查實務也曾發生過，但非常少見，但檢察長以其擔任檢察官長達30餘年之經驗，亦僅聽聞過一次，對於詢及應如何防範時，則開玩笑的說：「若有想到好方法，請提供意見」。不過，此時檢察官所應考量的，是當下是否還要依原定計畫進行搜索。
三、7月26日下午拜訪柏林邦高等檢察署（Der Leitende Oberstaatsanwalt in Berlin），係由為檢察長（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Dr. Andreas Behm與檢察官Frau Faust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檢警職責之分工
檢察官係受法律專業教育訓練之人，而警察之訓練與專長皆著重於刑案偵查作為。以人體為例，檢察官就像一個頭，警察則是手足；前者作方向性之決定，後者則是執行檢方所為之決定。訪談過程中，也一再強調「檢察官除了頭，什麼都沒有」。

一般而言，大多數案件經告訴、告發或知有犯罪嫌疑，無待檢方之指示，即可自行偵辦；嗣後才將偵查結論移交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若檢察官認為偵查不完備時，始退回警局並給予具體之指令，明確要求需補足之證據資料，如物證、書證之蒐集或被告、證人筆錄之製作等等。但亦有一部份案件係偵查初期，檢方即先行介入，尤其需要發動拘提、搜索、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作為時，往往都由檢察官作第一步驟的審查後，始向法院提出聲請。
（二）檢警相互尊重與合作關係
由於檢、警之專業與教育訓練有所不同，故各有所長，相當強調機關之互相尊重。如同接待之檢察官Frau Faust所言：「嫌犯於警察機關偵查之初，很可能就選任辯護人來當法律顧問，而警方當然也需要諮詢檢察官，將檢察官視為法律後盾或武器；且越重大案件，檢警合作關係越緊密」。
就經濟犯罪之偵辦而論，警察所受法律教育較為薄弱，就偵辦方向會提早請示檢方；而檢方愈早介入重大案件偵辦，則可避免警察走錯路。若有於意見不同時，原則上以檢方之意見為主，因檢方才是偵查主體；然而，大部分都是透過溝通予以解決，而溝通內容都是以理由來說服彼此。從而，檢警機關對專業之互相尊重程度，由此可見一般。
四、7月27日下午拜訪柏林區檢察署（Amtsanwaltschaft in Berlin），係由檢察長（Die Leitender Oberstaatsanwältin）Frau Burgmüller及二位檢察官Annika Stübesm女士、Hasselberg先生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檢察署無偵查庭之設置
在刑事案件之偵辦上，只有在特別重大之案件，檢察官才親自處理，其餘則均委託警察調查。所謂的親自處理，包括口頭指示或現場勘查。在參訪之過程中，因曾提出參觀偵查庭設置之請求，才得知德國檢察署並無偵查庭之設置，原則上檢察官亦無開庭之必要，若真有必要訊問被告或相關證人，則在各檢察官辦公室內為之。
由此可見，德國刑案偵查實務，就案件之偵訊係由警察機關進行，檢察官對於警訊筆錄原則上無所謂「複訊」之情事，案件經警察機關移送檢察機關後，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若認為被告或證人之調查仍有不足時，亦再命令警察機關補強不足之處，鮮少親自偵訊被告或證人。即便如此，在德國實務之運作上，亦完全不影響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
（二）公訴業務與司法警察之關係
檢察署無區別偵查組與公訴組之編制，原則上案件經起訴後，由原偵查檢察官自行實行公訴業務；於實行公訴時亦有需要指揮警察進行相關證據調查之情事。例如：被告於偵查中主張緘默權，自始至終皆保持緘默，案件一經起訴後，始辯稱案發時有不在場證明，此時才由法官要求檢察官對該部分進行調查，證明被告所辯是否屬實；或由檢察官主動向法院聲請調查該部分之事實，經法院同意後才由檢方命令警方進行調查。法院亦可直接命令警察進行調查，但原則上係由檢方命命警察進行調查。院、檢對警方此等命令或指令，並無指揮困難之情事。
肆、考察心得

一、偵查主體誰屬係以檢警之專業與分工來思考
藉由上述之考察過程與訪談重點，得以清楚知悉，德國檢警雙方對於檢警聯繫之法制與實務運作，均認並無法制上之缺漏，而實務運作上亦無困難，充其量遇有意見不同時，彼此亦以充分的理由進行溝通或說服。尤其是該次之考察機關包括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針對兩種分屬不同職務與立場之檢警體系，就相同問題而為考察，更可以確認上開考察所得內容應屬真實。
就德國法制與實務運作而言，不論檢、警機關，均一致肯認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且無任何爭議。從德國檢、警之任務分配加以觀察，一般偵查事務皆由警察自行為之，移案至檢察機關後，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認有補足相關證據之調查時，始以指令權指揮警察機關補強不足部分。故偵查中有強制處分之必要性時，原則上均需透過檢察官之審查後始向法院提出聲請；就被告或證人之偵訊，原則上亦僅由警察機關為之，檢察官亦無偵訊或複訊被告與證人之必要性。
簡而言之，一般刑案之偵辦，檢察官職司起訴與否之決定，以及就偵查不完備之處以指令權要求警察機關再行調查；至於特殊或重大刑案之偵辦，檢察官則於偵查初期即先行介入，作為警察之法律後盾。
由此可知，德國實務運作現況，絕大部分之偵查工作、衝鋒陷陣、與歹徒搏鬥者皆為警察，但該等運作模式，卻均未曾動搖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之地位。顯見，偵查主體誰屬，並非以刑案偵查事務主要由何單位為之來作為判斷標準。況警察機關內部亦無刑案績效或獎懲制度之設計，而檢察官亦非以績效制度或對警察施以獎懲（建議）權來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故筆者認為，偵查主體誰屬之關鍵點乃在於「檢警之專業與分工」，實與主要偵查事務由何單位為之無涉。

二、檢警專業分工與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具體顯現
以檢警之專業與教育訓練而論，檢察官係以法律領域見長，而警察之專業則為偵查事務。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中，職司起訴與否之決定，一旦決定起訴，亦應由檢察官負責實行公訴，承擔法院判決之結果。
其次，諸如竊盜、傷害等一般性案件，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以其法律專業來控管案件是否偵查完備，若有不完備之處，則應再行要求以偵查實務見長之警察補足，此乃檢察官於一般性案件中具體顯現偵查主體之地位。至於重大刑案之偵辦，則檢察官於警察偵查之初即先行介入，以其法律專長及公訴法庭經驗，來解析法律構成要件、確認定罪所需證據資料之蒐集與方向、強制處分發動與否及時機，以便釐定偵辦方向，更屬偵查主體地位之顯現。
再者，由強制處分之聲請與執行加以觀察，檢察官對於警方所為強制處分之聲請，以其法律專業予以審查把關，認為符合法定程序時再進而向法院提出聲請，經法院核准後亦由警察執行之。足認，檢察官原則上雖無強制處分權，但卻對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毫無影響，反而檢察官藉由審查警方之聲請，再決定是否向院方提出聲請，更加凸顯其偵查主體之地位。
    此外，法院對個別刑案判決之結果，亦屬對整體偵查作為所為之評價，若判決結果與起訴內容有相當落差，則亦由檢方概括承受，並視判決結果決定是否上訴。筆者認為，此亦為檢察官偵查主體之顯現。
    綜上所述，思考偵查主體誰屬之問題，應著重於檢警之專業分工與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與定位，絕非以警察與檢察官個別實際參與偵查作為之案件數比例等片面數據來觀察。
三、我國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強化

此次考察，以筆者事先對德國檢警聯繫之相關法制，以及實際走訪德國柏林邦之檢警機關，發現德國檢警偵查實務運作與我國法制現狀相去不遠，故有關檢警聯繫運作與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等議題之研究，德國法制與實務運作，確實值得我國作為借鏡。
依筆者之觀察與淺見，就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之議題，我國現行法制並無修法之必要性，唯獨要努力者，係在現有法制基礎上，對於發查核退、強制處分之聲請與審查、指揮偵辦案件之處理等面向予以具體落實，用以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第231條之1分別為發查與核退之法律依據。亦即，檢察官對於非經司法警察移案而開始偵查，或對於經司法警察移案而開始偵查之案件，均得對司法警察為具體指令要求為必要之調查。此乃類似於德國實務運作，檢察官就案件偵查所必要而對警察所為之指令權。此等發查或核退，即屬檢方就移案內容成罪與否之法律構成要件所需相關證據，對警方為具體之指令，尤其是核退的情形，更加凸顯檢察官對警方偵查之案件進行法律要件之審查與控制。檢方除應落實核退權外，更應於核退時具體指明原偵查所缺漏之處與事由，藉此就法律要件對警察機關為具體指導。檢察官得以發揮法律專長，來強化警察機關之偵查品質
。
    又關於強制處分之審查，以現行刑事訴訟法而言，檢方主要是對警方聲請搜索及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若審查符合法律要件及必要性時，即可分別轉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或自行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而此等審查過程正是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展現。故於審查時有不核准情事，則應就個案對司法警察機關之承辦人為法律意見之具體指導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於內勤檢察官值班時，經常來自各分局承辦人以電話詢問法律意見，諸如是否屬現行犯能否逮捕、是否應將人犯解送、能否發動緊急搜索等等，筆者認為，此種情事亦應不厭其煩對之為法律意見指導，以展現偵查主體地位。
    此外，對於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之案件，例如重大公務員貪污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內線交易案件、非法入境臺灣之人蛇集團案件、群眾運動之暴力事件、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均屬司法警察機關主動請求檢察官於偵辦之初即先行介入，甚至司法警察機關僅接獲情資而尚未發生，就蒐證等相關偵查作為提出具體法律意見指導。
    綜上所述，上開三種檢察官之職權類型，係屬展現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最重要之面向，也是基於檢警專業分工，充分展現檢察官之法律專業，有別於司法警察之偵查事務專長，以凸顯檢察官職權之不可替代性。另亦建請法務部檢察司要求檢察機關徹底落實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1條、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第25條、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第9條之相關規定，以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並貫徹檢察官對司法警察機關指揮調度之權能。
�  本次考察計畫內容：


一、德國刑事訴訟法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指揮並監督警察人員從事犯罪偵查；檢、警於行政組織上不相隸屬；檢察機關係隸屬於司法部，而警察機關則隸屬於內政部；凡此均與我國制度相似。而德國檢察官從事犯罪追訴，於執行偵查工作上，對於為偵查輔助機關之警察機關享有指令權，於委託或要求警察機關為偵查作為，其間有法律上之委託關係，於此亦與我國現行制度相似。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公布施行後，我國檢察官之角色正處蛻變中；而檢警連繫亦因法制之改變，實務運作迭生齟齬；且司法警察機關近年來屢屢主張「雙偵查主體」，學界與實務界則時有引用歐陸相關文獻資料及實務運作情形，以闡釋該主張是否合宜。惟引用之文獻資料及實務運作情形或者以偏概全、或者時有謬誤之處。為期明確，爰有派員前往親蒐、實地觀摩之必要。


�  警政署關於刑事案件偵辦之績效，係以移案地檢署時即取得該案全部積分，故較容易發生經檢察官發查、核退至原移案單位時，有指揮不力之情事，因已欠缺積極偵查作為之動力。至於調查局，則以移案時取得該案一半積分，於檢察官起訴時，始取得另一半積分，故就上開情事，較無問題。


�  如單純竊盜或恐嚇案件，卻以搶奪或強盜等較重罪名而移送地檢署；施用、持有毒品案件，卻以轉讓、販賣毒品罪名移送地檢署。


�  例如逃漏稅捐案件，係由邦政府財務局依稅務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調查後直接移送檢察機關。


�  筆者認為，此乃德國刑事訴訟制度於控訴原則下，採行職權主義之立法模式最佳具體寫照。如同我國在92年9月1日以前所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立法模式與實務運作一般，刑案之偵查與審理，檢方與院方係屬接力關係，法院於審理案件時，認為證據有不完備情事，基於實體真實之發現，仍會命警方為必要之調查。


�  依邦政府所通過之行政命令加以規範而運作。


�  國內有關警察機關爭取偵查主體地位，往往以偵查事務大都由警察機關處理，檢察官僅是為起訴與否之決定，甚至起訴後才由檢察官進行公訴，因而主張警察機關始為偵查主體，檢察官應屬公訴官。然而，此等思維完全忽略刑事訴訟設置檢察官之目的。


�  理論上，藉由檢方嚴格落實核退權，應該會提昇警察機關之偵查品質，然而現今警察實務運作，卻於各分局偵查隊另設2人專辦檢方核退之案件，導致前階段警察機關之承辦人認為反正事後遭檢方核退後，警方還有專辦核退之人，所以往往以偷懶心態來承辦案件，而無法達到偵查品質日益提昇之效果。也因而使原本一次即可偵查完成之案件，卻不停地在檢方之核退下，再次回到警方之惡性循環。


�  但往往送件至檢察機關聲請搜索或通訊監察書之人，並非原承人，故若審核之檢察官於審查部與核准時，若能適時在不核准之理由欄詳細敘明理由，將有助於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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